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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崛起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各界日益关注华人企业的治理模式与运

营策略。重新审慎地评估族群性和文化在新加坡华人企业的跨国治理模式、行为与网络中的作
用，旨在超越主要源自西方经验的商业和创业的主导范式，进而推进现有的国际企业与管理研究。

虽然，族群性和文化仍然是塑造华人跨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东南亚华人

企业在与中国市场的跨国互动中采用了新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策略。在作出评估时不应通过
东西方二元对立视角来看待华人的企业治理、管理与策略，使其要么向西方的商业模式靠拢，要么
与之背道而驰; 要强调共同的华人族群性和文化是支持新加坡华商不断采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和

跨国战略的根本，也是推动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构建与中国之间跨国网络的重要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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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技术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企业变革的速度和

规模，并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作为基于信息科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升级，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特点是技术融合，打破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就企业而言，一方面，这些新技术正
在创造新方式来服务于现有的企业需求，并颠覆当前的产业价值链; ①另一方面，企业正在改变它

们的组织模式和战略，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对透明度的要求、更紧密的客户参与，以及基于
数据的消费主义新模式。②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企业、行业和社会内部系统，还
通过与日常生活的整合，使人类走向“机器化”。

·301·

①

②

收稿日期: 2023－09－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21＆ZD022) ; 南洋理工大学科研基金

“Integration Through Mobility: Cross－border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between China，Japan and Singapore”
( 04INS000132C430)
作者简介:刘宏，男，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陈六使讲席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吴杰明，男，

华威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Ｒ． Van Tuder，A． Verbeke and B． Jankowska，“Introduction: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Ｒesearch in in-

creasingly VUCA World”，in Ｒ． Van Tuder，A． Verbeke and B． Jankowska，eds．，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a VUCA
World: The Changing Ｒole of States and Firms，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2000，pp． 1－20．

K． Schwab，The Fourth Industrial Ｒevolution，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2016．

DOI:10.14073/j.cnki.nywtyj.2023.04.002



伴随着这一转变，新技术大大加强了资本、人口、行动和思想的跨国流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2000 年到 2020 年，中国的 GDP 从 1．211 万亿美元激增到 14．723 万亿美元，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从 3．6%上升到 16．4%，增长了 4．5倍。①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意味着中国通过越来
越多的国家参与贸易、人力和资本的流动，更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和区域经济中，“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倡议由中国政府提出，致力于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投资等相关议
程，使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的经济社会活动中。② 私营公司因为投入大、回报慢的顾虑，对投资“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望而却步。但一些公司则成功地利用“一带一路”所涌现的商机，将其业务
拓展到中国境外。③ 本文从企业治理策略的视角，以新加坡华人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在新技
术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族群性、文化认同、国家等因素对当代华人企业的公司结构、治理模式及
其与中国之间跨国商业网络建构的作用和影响，分析当代东南亚华商企业与中国之间的跨国互动。
本文将对太平船务、仁恒置地和纳峰科技三家新加坡华人企业进行个案研究。选择这三家企业

主要基于 3个原因。首先，三家企业的运营都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为重新评估族群和文化在新兴商
业跨国活动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其次，这些企业在不同的经济领域经营，即航运、房地产开发和高
科技制造业。这些案例有助于研究不同类型企业跨国实践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第三，这些案例有利于
重新审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新兴商业跨国网络中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族群性、文化与跨国网络

在新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下，国外有关华人企业( 包括中国企业) 的报道和研究不断增加。如
2000—2010年和 2011—2021年期间，重要的英文专业期刊《亚太商业评论》和《国际商业评论》中
关于华人企业的文章数量分别从 258篇和 287 篇增加到 334 篇和 709 篇。④ 这些文献以华人企业
为重点，探讨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新技术变革对华人企业的治理模式、管理战略和公司文化的影
响。它们关注的核心议题是，这些企业的运行是否仍然具有明显的“华人特色”或“儒家特色”，以
及在此基础上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新的华人经济发展模式。⑤ 此外，基于华人企业发展的独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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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一些学者呼吁研究华人企业要超越以西方发展为主流的研究窠臼。① 黄启海等重申了华
人企业背景化研究的必要性，并强调学界缺少华人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之间背景方面的比较研究，

现有的华人商业研究在理解具体的背景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企业的活动、动态和结果方面还存
在很大的缺漏。②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旨在批判性地重新评估“族群”③和“文化”④等因素在当代华
人企业的治理模式和跨国网络中的作用，重点关注过去十年来总部设在新加坡、与中国有着密切业
务往来的三家华人企业。我们选择新加坡华人企业作为研究个案，不仅因为新加坡在过去和当下
都是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⑤而且还基于近几十年来新加坡和中国之间蓬勃发展的经贸

关系。
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这些企业的跨国网络和治理模式，本文提出“商业跨国主义”这一概念，

不仅可以加强商业管理研究领域中对华人跨国企业的背景研究，还可以对企业在跨国研究中日益

增长的重要性做出新的解释和说明。本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新加坡华商在参与企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和文化因素，如族群网络、社会资本、⑥文化认同
等，是否依然重要? 它们的相关性是否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在当今华人

跨国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被削弱了? 这些实证案例对现有的研究具有哪些启示?

此外，本研究还论证了不应该将华人企业的治理模式和管理战略与西方企业管理模式进行简单

比较，继而得出趋同还是存异的结果，而是应该呈现出华人企业治理模式的个性和复杂性。与其依赖
以往西方研究中的类型描述和特点归纳，不如将这些重要的因素与企业本身及其与文化密切相关的

动态背景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一方法将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技术创
新对华人企业发展的影响。以此，本文回应了关于数字化发展对国际商业的影响这个重要的研究
课题。⑦ 此外，由于目前国际商业研究多依赖旧有的学理框架，⑧轻视了对民族国家内部和跨越民
族国家的文化因素的考量，因此，本文将通过运用移民跨国主义(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理论来
拓展对国际商业的跨学科研究，讨论华人族群性和文化如何成为支持新加坡华商不断采用新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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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模式和跨国战略的根本，也是推动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构建与中国之间跨国网络的重

要内在动因。

二、“商业跨国主义”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加速，学者们推测华人企业的治理模式和商业网络会融入到西方模

式中，即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的“管理资本主义”。① 最近，基于西方的经验，一些学者提出了有
效应对复杂性和保持弹性的新商业模式。他们强调，尽管文化作为商业组织的基础仍然很重要，但
它有可能让领导者“固步自封”。② 此外，随着华人企业采用国际商业惯例和模式，它们可能不再仅
仅被标识为独特的“儒家式管理”。③

然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发展的结构与策略仍然是由它们周围的环境所塑造的。④ 在新
的全球化环境中，族群性和文化认同仍然是华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因素。⑤ 在有关移民企
业家的研究中，人们也发现共同的民族和文化对企业的形成和生存有积极的促进和调节作用。⑥

尤其是移民中的跨国企业家，他们利用共同的民族和文化，形成“集体记忆”，以减少族群之间的竞
争，并与移居国的商业伙伴建立联系。⑦ 在华人企业研究领域，学者们达成一个共识，即家族主义
仍然是华人企业文化的关键。⑧ 高伟定( Gordon Ｒedding) 认为，即使华人企业部分采用了国际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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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的元素，但在对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控制方面并未发生深刻改变。①

随着中国崛起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推进，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一的家族主义仍然是华人企业结构的

关键元素，而且这种企业家族主义自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决定性的“跨国转向”。基于不断增多的企
业跨国活动的研究，本文借鉴移民跨国主义理论，提出“商业跨国主义”概念。移民跨国主义认为，越
来越多的人过着双重生活，说着两种语言，在两个国家安家，并通过持续的跨越国界的活动来谋生。②

在此基础之上，移民研究学者重新评估了跨国移民如何通过他们定期和持续的跨国实践来影响他们

的祖籍国和移居国。但这些早期研究很少注意国家对跨国活动的影响。随着跨国主义研究的深入，
一些学者在这一研究方向做出了探索，强调跨国网络的形成、类型和组织受到多种政治因素的制约。
他们强调，移民在建立跨国网络时“并不孤单”，国家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在监管跨境流动、控制内、
外部边界的制度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他们还论证了这些跨国者的国家认同如何被政治
变化和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所影响和塑造。③ 因此，基于国家政府机构在管理跨国流动方面的持续参
与，研究跨国实践必须要有政治跨国实践因素的考量。除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跨国主义，学者们还
关注到国家在经济跨国主义层面的表现，一些学者研究了国家如何通过实施支持循环移民的政策，

寻求利用移民的跨国实践来推进国家的经济活动———贸易、创业、汇款和小额信贷等。④

在华人移民研究领域，一些学者探讨了 20世纪以来华人经济跨国主义与文化、社会和国家的
多元互动关系。在历经战争、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的背景下，华人在中国—东南亚
之间的跨国活动中充分表现出在祖籍地、方言群、省市和国家层面上跨国社会文化和经济联系的多
样性。最近，一些学者引入“混合嵌入”和“双重嵌入”等新概念，阐述华人移民企业家在多个国家
如何积累经济和社会资源。⑤ 也有学者呼吁更密切地关注跨国企业家的“动态空间性”，以更好地
了解他们如何发展和保持与多个地点的互动与联系。⑥ 此外，跨国主义对国际商业管理研究具有
理论层面的意义。摩根认为，“跨国空间”和“跨国社区”等概念有助于理解在新的全球化过程中出
现的“经济协调过程”。企业是一个有行为者和规则的社会空间，具有社会嵌入性，跨国主义的观
点有助于揭示行为者如何在独特的和偶然的社会环境中演变出新的行动和实践。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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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G． Ｒedding，“What Is Chinese about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and How Much Is Family and How Much Is Busi-
ness?”，in H． W． Yeung and K． Olds，eds．，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amily Firms，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2000，pp． 31－54．

A． Portes，L． E． Guarnizo and P． Landolt，“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Ｒesearch Field”，Ethnic and Ｒacial Studies，Vol． 22，No． 2，1999，pp． 217－237．
龙登高:《跨越市场的障碍: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Ｒ． Waldinger and

D． Fitzgerald，“Transnationalism in Ques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109，No． 5，2004，pp． 1177－1195。
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S． Ver-

tovec，Trans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09。
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和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2013年第 1期，第 1—19 页; 任娜、刘宏: 《本土化与跨国性———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
《世界民族》2016年第 6期，第 44—53页; Y． Wang and J． Warn，“Chi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Ｒesources with the Wider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Ｒe-
searching Entrepreneurship，Vol． 36，No． 2，2018，pp． 131－148; J． Nazareno，M． Zhou and T． You，“Global Dynamics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Changing Trends，Ethnonational Variations and Ｒeconceptualiz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Ｒesearch，Vol． 25，No． 5，2019，pp． 780－800。

X． Lin and M． Zhou，“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a Globalized World: Place，Space，and Mobilities”，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Vol． 34，No． 4，2021，pp． 357－362．

G． Morgan，“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Business Systems”，Global Networks，Vol． 1，No． 2，2001，
pp． 113－130．



上述研究在讨论企业的跨国实践时，都是从移民和政治的角度来加以分析。他们将移民、社会
和政治层面的跨国联系作为解释跨国企业动态变化的路径和动因，然而很少注意到第四次工业革

命和中国崛起背景下，企业在调节和重塑民族国家之间社会、经济和政治联系方面的主体性和能动
性。通过运用“商业跨国主义”这一分析概念，本文从 3 个方面来深化此研究。第一，讨论企业怎
样通过其组织结构、公司治理策略，在国家之间，特别是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积极建构定期和持续
的跨国网络。第二，探析商业跨国主义在建构过程中是如何与族群、政治、社会、文化、认同等跨国
或本土元素交织在一起的。第三，阐述在新技术和地缘政治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如何在企业组织结
构中进一步得到彰显和强化，国家不仅通过制定法规和政策来支持新兴的商业跨国主义，而且还直

接参与其中。

三、行动者、企业结构和治理策略

( 一) 新加坡太平船务( 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太平船务的创办者张允中( 1918—2020年) 出生于福建省金门，1937 年移民到新加坡，1948 年

加入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基赫航运公司，担任总经理。1967 年张允中成立太平船务，股本为 1000 万
新元，拥有 4艘轮船。由于无法与欧洲和北美航线的船务公司竞争，加之他看到中非关系发展给当
地带来的商机，于是该公司自 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投资从中国大陆经阿拉伯湾、红海到东非等新
兴市场之间的航线。
随后，太平船务将其业务扩展到亚洲、欧洲和美洲，为中国—东南亚、远东—欧洲和远东—太平

洋航线提供集装箱运输服务，同时不断收购新船只提高其航运能力。到 2017 年，太平船务的航运
能力在全球主要航运公司中排名第 15 位，股本价值为 3．76 亿美元，跨国客户主要包括中国石油、
埃克森美孚化工亚太区和威玛国际有限公司。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太平船务一直将总部设在新加
坡，保持私营公司的性质。根据张允中的说法，考虑到航运业的竞争性，私有制能使公司的信息更
加保密，这一点至关重要。①

2018年，张松声接替父亲担任太平船务董事会主席，但他承认父亲仍然是公司的“实际负责
人”。张允中每天收到来自企业各部门的最新汇报信息，并定期会见部门负责人。这种家长式的
管理模式彰显了华人家族企业的重要特征。
太平船务以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运作，中间管理层少，这使得企业能够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

更有效地运作。太平船务的主要商业利益不仅来自航运，还来自其拥有的太平船务物流私人有限
公司和胜狮集装箱制造公司( Singamas Container Holdings) 。② 由于债务重组和成本规划，2019 年
太平船务将其在胜狮集装箱制造公司的股份卖给了中国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二) 仁恒置地( Yanlord Land Group)
仁恒置地的创始人钟声坚 1958年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县。20世纪 80年代，他在中国开始从事贸

易和制造业，在此过程中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了密切联系。③ 钟声坚于 1988年移居新加坡，投资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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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NBC，“Transcript: SS Teo，Executive Chairman and YC Chang，Founder”，PIL，November 30，2018，ht-
tps: / /www．cnbc．com /2018 /11 /30 /cnbc－transcript－ss－teo－executive－chairman－and－yc－chang－founder－pil．html．

2016年太平船务在运输领域拥有的子公司和持股如下: 先进集装箱运输公司( 100%) 、PST管理私人有限
公司( 100%) 、太平船舶投资有限公司( 100%) 、PDL 国际有限公司( 60%) 、Marinara 速运公司( 65%) 、太平国际船
运( 中国) 有限公司 ( 100%) 。“S $ 1，000，000，000 Multicurrency Medium Note Programme”，Bondsupermart，
September 12，2017，https: / /www．bondsupermart．com /bsm /bond－factsheet /SG7JE9000007。

UOB Kay Hian，Developing with Foresight，Yanlord Land Singapore，Singapore: UOB Kay Hian，2006．



产。尽管他在这一领域的经验甚少，但他试图抓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商机。
1993年钟声坚在新加坡成立仁恒置地，专门从事中国的房地产开发。该公司选择上海作为其第

一个住宅项目的开发地点，随后将其业务扩展到南京等地，目前仁恒置地的业务活动集中在长江三角

洲、中国西部、环渤海地区、大湾区、华中地区的 20多个城市。2021年仁恒集团的股权估值为 438亿
元人民币( 68亿美元) 。与重组前的太平船务一样，该集团的家族所有权和管理权具有很大的合一
性。截至 2021年 3月，作为首席执行官、主席和大股东的钟声坚伉俪拥有 71．55%的控股权。①

仁恒集团总部在新加坡，由一个精干的中央管理团队领导，由于母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城市的法

规和工作惯例不同，集团给予其地方管理团队一定的自主权。② 该集团管理委员会中的大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都是在中国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因为中国是该集团发展房地产事业的主要市场。钟声
坚的家人在集团运作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他的儿子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女儿是他在集团的助

理，他的弟弟担任子公司南京仁恒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③

( 三) 纳峰科技( Nanofil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纳峰科技的创始人史旭 1964 年出生于上海。1991 年获得英国雷丁大学的薄膜技术博士学位

后，他作为当时最年轻的讲师加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在不久后获得终身教职。1993 年史旭
与剑桥大学合作，研究过滤阴极真空电弧( FCVA) 技术，该技术将碳转化为金刚石薄膜，大大改善
了硬盘和半导体等产品的耐久性。1999年他离开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纳峰科技公司。④

纳峰科技公司于 2020年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权价值为 4．75 亿新元。公司主要
为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部件提供基于过滤阴极真空电弧技术的产品解决方案。目前该公司已经为
来自不同行业的 300多家企业客户提供服务，其中许多企业与纳峰科技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截至 2020年，富士施乐、尼康和佳能已经是该公司超过 10年的客户。公司还为微软等技术巨头企
业服务了 5年，为华为公司服务了 4年。2017年史旭被评为新加坡安永先进技术领域的年度企业
家。2021年纳峰科技被评为“新加坡最佳管理公司”，并获得著名的全球增长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
利文( Frost ＆ Sullivan) 颁发的亚太科技创新领导奖。
尽管纳峰科技是一家高科技领域的企业，但家族在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方面仍有很大的重

叠。截至 2022年 4月，史旭夫妇拥有 51．17%的股份控制权。⑤ 与太平船务和仁恒置地集团相比，
纳峰科技的公司结构更加扁平化，反映了分散化的组织趋势，也具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性质。⑥ 该

·901·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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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Ｒeport 2021，2022”，Yanlord Land Group Limited，http: / /yanlord．listedcompany．com /ar．html．
2021年仁恒置地集团旗下有 3个公司: 仁恒商业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仁恒置业有限公司和诺德地产( 香

港) 有限公司。仁恒商业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拥有 67 家子公司，遍布于新加坡( 35 家) 、马来西亚( 7 家) 、中国大陆
( 18家) 、美国( 2家) 和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印度、缅甸、英国( 各 1家) 。仁恒置业有限公司拥有 174家子公司，遍
布于中国大陆( 166家) 、新加坡( 4家) 、中国香港( 3 家) 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1 家) 。“Annual Ｒeport 2021，2022”，
Yanlord Land Group Limited，http: / /yanlord．listedcompany．com /ar．html。

“Annual Ｒeport 2021，2022”，Yanlord Land Group Limited，http: / /yanlord．listedcompany．com /ar．html．
A Dialogue with Dr Shi Xu: From Academic to Tech Tycoon，College of Engineering，Nanyang Technological U-

niversity，May 6，2021．
“Addendum to Annual Ｒeport in Ｒelation to the Proposed Ｒenewal of the Share Pruchase Mandate”，Nanofil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April 13，2022，https: / / irp． cdn－website． com /4bba509c / files /uploaded /Nanofilm%
20Annual%20Ｒeport%20FY2021%20－%20Addendum．pdf．

2022年纳峰科技的主要子公司和持股情况如下: 纳峰技术日本有限公司( 100%) 、纳峰先进材料有限公司
( 100%) 、Miller科技有限公司( 100%) 、Witzure 控股有限公司( 100%) 、Nanofab技术有限公司( 90%) 、Sydrogen能源
有限公司( 65%) 、纳峰投资有限公司( 100%)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Enhanced Progress”，Annual Ｒeport 2021，
Nanofil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https: / / irp．cdn－website．com /4bba509c / files /uploaded /Nanofilm%20Annual
%20Ｒeport%20FY2021．pdf。



公司在中国的企业位于上海，也是史旭的出生地，说明家族和家乡的关系在塑造企业布局结构方面

仍然具有一定意义。纳峰科技通过其子公司威哲科技( 仪征) 有限公司和仪征纳环科技有限公司
与中国和美国的商业伙伴合作，即仪征活塞环厂和亚新科公司。除了私营实体，该公司还通过星氢
源( Sydrogen) 公司与新加坡政府合作。星氢源公司是一家由纳峰科技( 65%股份) 和淡马锡控股
( 35%股份) 共同拥有的合资企业，其业务是将纳峰科技的真空镀膜技术应用于新的氢经济，提高
燃料电池的性能。
太平船务和仁恒置地集团是由来自中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及其华裔后代创始和继承，纳峰科

技的管理团队则多由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人才组成，这对先进技术制造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例
如，该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拉尔斯·利伯沃思( Lars Ｒalf Ｒainer Lieberwirth) 曾在吉列和宝洁公司担任
领导职务。据史旭介绍，招聘、培训和培养这些来自多学科领域的人才对该企业持续创新和适应快
速变化的市场至关重要。
本文所涉及的三家企业代表了 3个不同的经济领域，即航运、房地产开发和先进技术制造业。

它们活跃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市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这些公司通过扁平化的公司结构
( 太平船务和纳峰科技) 和精干的中央管理团队( 仁恒置地集团) 使企业的运营具有灵活性。这三
家公司的总部都设在新加坡，由中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企业家创立。纳峰科技和仁恒置地集团成
立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 20世纪 90年代，太平船务则于 1967年开始运营。这三家企业不仅创办
时间有所区别，在所有权和管理结构方面也存在差异。纳峰科技和仁恒置地集团均由 90年代初来
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 或称新移民) 创立和管理，而太平船务则是由出生在新加坡的第二代华裔企

业家管理。
一些学者观察到，华人家族企业还没有向“西方经济革命”所特有的“专业性和公共所有权”转

变。即使这些公司采用了某些西方模式的元素，但它们的“基本要素”仍然没有改变，即企业家族
主义，或者说家族对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永久控制。① 太平船务( 重组前) 、仁恒置地集团和纳峰科技
的案例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展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华人企业家族主

义仍在继续，上面这三家企业均由创始家族拥有和控制，纳峰科技是高科技制造企业，即便如此，创

始人史旭控制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然而，与仁恒置地集团和太平船务相比，纳峰科技的管理
委员会高度多元化，拥有高科技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背景的全球技术人才。这与世界上其他参与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家族企业类似，比如意大利的家族企业，他们在管理层中雇佣了“外人”，并通过
积累本土社会资本和高度嵌入当地网络，积极采用数字创新。② 对上述三家企业而言，尽管将不同
类型的人才纳入企业的发展，但国家和族群在跨国市场关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族群性与跨国网络: 企业、国家和族群

在太平船务、仁恒置地、纳峰科技三家企业所建构的商业网络中，以华人族群性为内核的国家、
族群等因素起到了核心作用。张允中认为，在中国做生意，个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张松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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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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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对中国产生了“特殊的感情”。① 对仁恒置地的钟声坚来说，与中资企
业的合作会带来“更大的成功”，因为相对于非中资企业而言，与中资企业沟通会“更顺畅、更容
易”，尽管他也承认非中资企业的管理和文化值得效仿。② 除了科学和技术，华人族群性和价值观
也是纳峰科技发展的关键。史旭评论说，华人“拨阴取阳”的哲学精神( 通过克制自己的性情，按照
事物的自然规律行事，消除负面的阴气，提取正面的阳气) 不仅对管理家庭有效，对公司和国家治

理同样有效。③

( 一) 国家力量与企业网络

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相连的族群性和民族文化是两个国家之间跨国网络建构的关键因素之

一。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和华人族群性是新加坡华商成功
的关键。2016年新加坡华源会启动全球合作联络站时，陈振声部长特别指出，“华社团体的这种网
络可以在连接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地方方面发挥新的作用”。④ 在看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无限市场
和商机时，王乙康部长也强调，学生有必要通过沉浸式项目“体验( 中国) 当地文化并建立与他们之
间的联系网络”。⑤ 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为了更好地抓住“一带一路”倡议
所创造的新机遇，新加坡政府建立了包括政府部门、私营机构和商业协会所构成的制度化机制，以
加强新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⑥

对中国而言，华侨华人是国家推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资源，特别是在吸引外国直接
投资、帮助“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协助国家战略发展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中国为此实施多项举措，如绿卡和人才签证计划等，不仅积极鼓励海外华人回国支持中国经济
的发展，而且还将身居海外的华人移民积极纳入到这一发展议程之中。
新加坡和中国对企业跨国实践的推动，极大地促进了太平船务、仁恒置地和纳峰科技三家企业

的发展。太平船务与新中两国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张允中就向新
加坡政府提出发展航运服务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议。21世纪第二个十年太平船务直接参与到“一
带一路”建设中。对张松声来说，新加坡的商业环境极具竞争力，政府强大而高效，在双边和多边
贸易协定的支持下，这个城市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佳合作伙伴之一。此外，新加坡是世
界上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这对希望在这里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一个有利因素。张松声
认为，新加坡最大的竞争优势还在于其人民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穿梭和适应能力。有了在“中
西合璧”之称的新加坡的商业经验，中国企业可以和新加坡企业合作，然后再向东南亚的第三国
扩张。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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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与中国有着几十年业务合作经验的航运公司，太平船务过去和现在都在紧密地参与

中新两国的贸易合作。它是 2017 年开发中国南部运输走廊的重要参与者。同年，太平船务投资
2．06亿新元，在广西建设综合物流园。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和东南亚在航运和物流方面的合作，
太平船务与东盟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支持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国际陆海贸易

走廊，并与中国红豆集团就物流和供应链的联合发展签署了备忘录。
太平船务投资新技术，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与新加坡国际港务局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 IBM) 合作，建立了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平台，以追踪通过南方运输走廊从重庆运往新加坡的货
物。2021年 7月，太平船务与新加坡信息媒体发展局以及一批银行、港口、航运公司和商品出口商
签署了一项协议，启动新加坡贸易数据交易所，以加强数据的安全共享，优化货物处理和操作。

2010年之后，在全球航运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在太平船务面临财务危机时发挥
了关键的作用，由淡马锡控股的子公司注入资金。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经济衰退和停工使
太平船务的财务状况恶化，导致它在赎回 2020 年 11 月到期的价值 6000 万新元的债务票据时违
约。① 张松声开始与债权人讨论“债务调整”计划。为了换取由淡马锡控股的子公司海丽凯资本管
理公司( Heliconia Capital Management) 的 6 亿美元注资，张氏家族失去了对太平船务的绝对所有
权，其持股比例降至 15%以下。② 随后，太平船务及其控股公司的董事会结构发生变化，演变成一
个小型的、非家族主导的董事会。张氏家族只有张松声和他的兄弟两人留在董事会中，其余的董事
会成员包括东方海皇航运有限公司( Neptune Orient Lines) 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卡斯特鲁普
( Lars Christian Kastrup) 、新加坡法定委员会和官联公司的董事。2022年 7月卡斯特鲁普被任命为
太平船务的首席执行官。
与太平船务一样，仁恒置地的钟声坚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与中国的地方政府建立了联系。

中国政府官员曾参观其企业，认可钟氏地产项目的“卓越品质”。该集团在南京获得国际标准化组
织质量体系的生产、安装和服务质量保证模式( ISO9002) 认证，并取得建设部颁发的“3A”证书和
“上海市优秀住宅开发项目”的金奖。这些来自政府部门的认可和奖项使仁恒置地获得到中国其
他城市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官方邀请，钟氏本人也在南京、珠海和汕尾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在上海
被授予白玉兰奖。
仁恒置地与新加坡和中国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均有合作，进行各种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自

2006年以来，它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 合作，在中国开发房地产。该公
司还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合作，如华润置地、招商局地产开发和保利地产。一些上市公司也是它的合
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多是华人企业和中资公司，包括新加坡的和美地产、中国的平安保险集团、珠
海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立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
同样，国家在纳峰科技的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史旭把公司的成功归于新加坡的政治

领导和亲商政策。他感谢前总理李光耀为新加坡做出的伟大贡献，并在“各个方面”为华人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③ 政府不仅以优惠的税率支持纳峰科技，而且还通过前面提到的星氢源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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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作。同样，中国政府也积极支持该企业的发展，授予纳峰科技“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使其有资
格享受优惠税率。①

( 二) 族群认同与企业网络

张松声、钟声坚和史旭三位企业家在其商业跨国活动中积极与华人社群合作。张松声在华人
商业协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在加强企业与族群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 年至 2013
年，他作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主持了第 11 届世界华商大会。2014 年至 2019 年，张松声担任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该商会是包括新加坡 2．1 万家公司会员在内的最高级别的商业社团
组织。
同样，钟声坚在联系当地华商社群、加强中新经贸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是新加坡国际

企业发展局的荣誉商业顾问，也是多个领域的中国—新加坡投资和贸易委员会的成员。此外，钟氏
是新加坡—南京生态高科技岛项目的主席，该项目由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支持，之前由新加坡
副总理担任联合主席，目前由一位内阁部长担任主席。在本地商界，钟氏曾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的副会长，积极参与华人社群事务，担任了新加坡宗乡总会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不仅旨在
推广中华文化，还大力促进华人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文化社会。为了表彰他在发展新中
贸易关系方面的贡献，钟氏在 2009年被评为新加坡最佳商人，并在 2015年获得新加坡著名的公共
服务勋章。
史旭也通过华人社团组织如新加坡华源会，积极嵌入到当地的华人社群和商业网络中。他曾

是新加坡华源会副会长。该协会成立于 2001年，主要由在中国出生的新移民专业人士构成。作为
沟通中国新移民企业家和新加坡本土出生的华裔企业家的媒介，该协会通过投资讲座、商贸交流会
等活动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还通过与新加坡人民协会②共同组织活动来推动新移民与当地社会

的融合。
总之，为了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太平船务、仁恒置地

和纳峰科技三家企业在建构新加坡—中国跨国实践的过程中，以族群性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
认同仍然是跨国网络建构的关键纽带之一。尽管张松声、史旭、钟声坚有着的不同的生活和教育背
景，但他们在新加坡和中国的网络嵌入模式中都突出了族裔的重要性。③ 作为一个在新加坡出生
的华人企业家，张松声曾领导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该商会自 1906 年以来一直是新加坡华商利益的
代表性组织，并强调华语和中国联系的重要性。④ 史旭作为新移民，在代表中国不同地域和社会背
景、以新移民为主的新加坡华源协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同样是新移民，钟声坚积极地在当地华裔商
业圈中建立网络，并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新加坡宗乡总会中担任领导职位，支持新移民融入新加

坡社会。张氏、钟氏和史氏的案例不仅揭示了族群认同和国家在塑造新加坡华人企业的商业和社
会网络方面的重要性，也彰显出族群、政治、社会、文化和认同的交织在企业的跨国主义构建中是不
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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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发展的多重战略

( 一) 长期盈利能力和财务健康

鉴于全球经济波动加剧，太平船务、仁恒置地和纳峰科技三家企业都实施了改善其盈利能力、
财务健康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战略。如前所述，太平船务进行财务结构调整，不仅改变了太平船务的
所有权和资本结构，而且更加重视成本合理化和收紧公司治理体系，加强财务控制流程。在全球贸
易回升的情况下，太平船务正在加强其在亚洲和非洲之间航线上的市场地位，扩大其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重点航线的海运和内陆覆盖面。在 2021 财政年中，太平船务成功地转亏为盈，获得 26
亿美元的盈利。2021年 12月，该公司提前偿还了 10亿美元的债务。①

对仁恒置地来说，保持资本的流动性最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封锁带来的不

确定性，还因为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科技和私立教育部门等领域的监管收紧。作为房地产开发商，
仁恒置地面临着中国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融资和开发的高度限制。通过补充土地储备、提升公司财
务管理，仁恒置地采取了“谨慎的投资方法”。凭借健康的财务状况，该企业在 2020 年 8 月成功地
获得 11亿美元的贷款融资。② 在中国开发商债务违约案例增加和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仁恒置地保
持稳健的销售表现。该公司 2022 年上半年毛利与 2021 年同比增长 14． 6%，达到 40 亿元人
民币。③

史旭认为，在先进技术领域创业和维持业务的关键是拥有无法轻易复制的独特技术。纳峰科
技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于其专利涂层技术的先发优势，还来自于其作为该技术唯一市场供应商的主

导地位。该公司通过“有选择地进入”关键产品的设计、生产和组装，垂直整合其供应链，并在汽
车、可再生能源、电气和精密部件、医疗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跨国合作关系，以
增强这种技术优势。在纳峰科技独特的深度技术及其在多种增长途径中的应用的帮助下，该公司
2022年上半年的利润与 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 5．1%，达到 1900万新元。④

( 二) 环境、社会和治理
随着社会的包容性、环境的可持续性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受到全球关注，上

述三家企业也更加注重对社会、环境和治理的关怀和投资。太平船务是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港口可
持续发展计划的成员，该计划促进了全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与协调。该企业因碳排放低于
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港口可持续发展计划规定的排放标准，在 2019年获得环境船舶指数认证。2022
年太平船务加入世界航运理事会( World Shipping Council) ，与该会成员就脱碳和可持续发展议程
进行合作。同样，仁恒置地将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匹配，提高企业在环
境、社会、治理方面的绩效。纳峰科技将其收入的 5%投资于研发有益于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的

·411·

①

②

③

④

M． Zhu，“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Creditors to Ｒeceive US $ 1b Ｒepayment Ahead of Schedule”，Business
Times，November 26，2021，https: / /www． businesstimes． com． sg / transport /pacific － international － lines － creditors － to －
receive－us1b－repayment－ahead－of－schedule; P． G． Tay，“Once－Beleaguered 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Delivers US
$ 2．6b Earnings for FY21”，Business Times，August 7，2022，https: / /www．businesstimes． com． sg /companies－markets /
once－beleaguered－pacific－international－lines－delivers－us26b－earnings－for－fy21．

The Asset，“Yanlord HK Secures US $ 1． 1 Billion Syndicated Loan Facility”，August 12，2020，https: / /
www．theasset．com / treasury /41273 /yanlord－hk－secures－us11－ billion－syndicated－loan－facility．

“Yanlord Posts Higher Profit in 1H 2022”， Yanlord Land Group Limited， 2022， http: / /yanlord．
listedcompany．com /newsroom /20220811_200237_Z25_1SFVZL9QXT01VP0N．2．pdf．

“Nanofilm 1H2022 Adjusted Patmi Grew 17% to S $ 21 Million”，Nanofil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ugust 11，2022，https: / / irp．cdn－website．com /4bba509c / files /uploaded /NTI%201H2022%20Ｒesults%20MＲ．pdf．



新产品，如可再生能源等。
尽管太平船务、仁恒置地和纳峰科技在组织结构和网络建构方面彰显出基于民族和文化的特

性，但三家企业积极在金融财务、组织结构、技术创新以及环境、社会、治理绩效方面实施多重策略，
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六、结论

以上对太平船务、仁恒置地和纳峰科技三家企业的案例研究表明，随着新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发
展，新加坡华商在面对新机遇、应对新挑战时，民族文化和族群认同对公司治理、网络建构仍然至关
重要。但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公司通过跨越族群和文化，在分散扁平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保持着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了公司运作的灵活性，与全球商业环境的发展保持同步。
这些案例进一步说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东南亚华人企业有能力采用新的公司管理

模式和战略，并借助相同或相近的族群性和族群文化等优势与中国市场保持紧密接触。它们为国
际商业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不应通过东西方二元视角来看待华人的企业治理、管理策略，
使其要么向西方的商业模式靠拢，要么与之背道而驰。
企业跨国网络彰显出两大主要特征。首先，它反映了跨国主义理论的模式，即越来越多的企业

中的行动者具有双重生活的特征，保持着经常性的跨越国界的生活和谋生方式。① 文中的案例研
究强化了商业跨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显示企业跨国网络如何持续受到国家、制度等政治力量的推动
和影响。② 国家在新兴的商业跨国主义中发挥着核心作用，③不仅制定政策，还直接参与到华人企
业的跨国运作中。三家企业的发展都是在新加坡和中国政府的战略合作框架下进行和实现的，如
纳峰科技在清洁能源方面与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合作，仁恒置地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

司以及中国的国有企业合作，而新加坡政府通过政联企业在太平船务重组后成为其控股股东。
其次，商业跨国主义是一个越来越凸显的现象，但在国际商业研究和跨国主义文献中并未得到

足够的重视。本文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动态，即它是如何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网络建构和治理策
略加以实践并进行制度化的，以及它与社会、族群和国家跨国主义之间的联结。这一特征表明，技
术革命给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必须放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毋庸置疑，华商商业跨国主义在亚洲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20 世纪，东南亚华商和中国之间

的社会和商业网络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显现并加以制度化。但与历史相比，当前出现的商业跨国主
义在四个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东南亚华商正通过其商业组织、企业治理结构、跨国网络和发展策
略，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强度推动民族国家之间的常规性互动和联系。第二，国家正在通过资
本、族群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作为网络节点更多地参与到企业跨国网络的建构中。第三，技术创新
以及社会、环境和治理绩效在目前的企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四，当前的华商商业跨
国主义是在中国日益崛起这一重要背景下进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更是企业制定发展

战略的关键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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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主义仍然是华商企业管理结构中的根本要素，①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重叠就是证明，族

群性和文化认同仍然是理解新中两国之间商业跨国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中国崛起和第四次工业

革命带来的时代变化要求重新理解企业、民族、文化和国家的交织与互动。有关这些华商企业跨国

实践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商业研究，特别是强化了非西方经验对新商业发展模式的理解和诠

释。虽然，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已经被证明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绩效，②但本研究表明，企业在文化

和民族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战略部署以寻求扩大跨国经营时，从同一民族和文化中找寻发展优势

和路径并不一定会限制企业的发展。通过商业跨国主义的视角，三家新加坡华人企业的案例揭示

出，共同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在支持新加坡华商采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战略，以及与中国市场之间

建构跨国网络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一结论的适用性还需要更多不同行业的华人企

业实践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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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rising China and the Fourth Industrial Ｒevolution，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in-
terest in the governance models and strategies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es． Taking this growing literature a step further and
seeking to transcend dominant paradigms of businesses and entrepreneurship derived mostly from the Western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evaluates the role of ethnicity and culture in the governance models，behaviour，and networks of
transnational Chinese businesses based in Singapore，with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While ethnicity and cul-
ture remain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shapi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business，Chinese companies in Southeast Asia have a-
dopted new corporate governing models and strategies in their engagement with Chinese markets at the time of the Fourth In-
dustrial Ｒevolution． This article adds nu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literature by arguing that the cor-
porate governance，management，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companies should not be perceived via a binary perspective，ei-
ther converging towards or diverging from Western models of businesses and relying solely on ethnicity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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